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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研合作的空间策略:风险交叠

背景下我国理工科学者的个体行动

周明睿近照

周明睿,吕佳忆,沈文钦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理工科学者的国际科研合作是分析中国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重要视角。
以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下全球科学系统与国家科学系统解耦趋势增强为背景,基于与我国

17 位理工科学者和 1 位大学科研部门负责人的深度访谈,探讨我国理工科学者的国际科

研合作动态。 研究发现,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与 COVID-19 两种结构性风险交叠发生作用,
引发了国际科研合作的三大变化:外方学者对政治审查的担忧导致其合作意愿降低;线上

交流的低效性与局限性致使国际合作质量下降;学者学术流动的中断导致国际合作网络

凝滞。 然而,我国的理工科学者并非全然被动地承受结构性风险的影响。 具体而言,他们

通过“空间勾连”策略,积极寻找和构建合作中介,将科研合作的双边机制拓展为多边机

制;利用“空间延续”策略,选择性地延续过去的合作关系,立足于强关系保持合作;通过

“空间开拓”策略,发展替代性的合作关系,着眼于弱关系建立新的合作。 这些策略显示

了学者们在自下而上地应对合作挑战、推动国家与全球科学系统再度整合方面的潜力。
为此,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对学者国际合作的组织支持路径:依据学者的合作需求,帮助其

谋求更多的低政治风险合作机会,并协助完成各种行政审批流程;在开展线上活动时,应
尽量提供高安全性、高效率的交流环境;重启及加强学者间的互访机制,发挥学术流动对

建立国际合作网络、保障合作质量的作用。 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引发的“国家—全球”科研

系统解耦,国际科研合作的结构性风险逐渐转嫁为能动性风险,科学家个体的能动性行动

对科学全球化的影响力需要得到重视。
关键词:国际科研合作;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理工科学者;空间策略;学术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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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个全球科学系统随着科学知识和研究的增长而出现,而科学家之间的国

际科研合作是该体系形成并走向成熟的重要动力之一[1] 。 “全球科学”主要指基于自然科学的知识

领域,知识的无国界特性使其在全球学术出版合著( co-authorship)数据中尤为显著[2-3] 。 2008—2018
年,科学和工程(S&E)论文的国际合著比例已由 17%上升至 23% ,有力推动了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的不

断拓展[4] 。 在此背景下,中国理工科学者与多国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某些特定领域的国际合著已

助力中国在综合被引数上位列全球首位[5] 。
  

在众多国际合作关系中,与美国的科研合作已成为我国科研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 年,中
国超越英国,成为与美国科研合作最密集的国家[6] 。 在理工学科领域,中美合作尤为紧密,在合著出

版、经费投入等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3] 。 通过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合作,两国在科技合作框架下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发展等一系列全球性的科学与工程挑战[7] 。 然而,近年来,充满活力

的国际科研合作环境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8] 。 一方面,悬而未决的全球经济衰退和日益抬头的民

粹主义使得地缘政治竞争(geopolitical
 

rivalry)加剧,中美、中欧之间的心理距离均有所扩大[9] 。 美国

更是将政治竞争延伸至高等教育理工科领域,宣称美国的学术环境为外国间谍活动大开方便之

门[10] ,并对涉及中国的科学行为施加了一系列限制,包括限制中国公民签证[11] ,禁止源于中国的研

究资金[12] ,制定监控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相关协议等[13] 。 另一方面,COVID-19 的暴发使各国科研体系

的孤立趋势更加明显[14] 。 这场卫生危机除了严重干扰正常的教育与研究工作外[15-16] ,还将中美地缘政

治竞争中针对国家安全的部分跨国流动限制“合理化”,进一步恶化了国际科研合作环境[17] 。
  

在地缘政治竞争阴影的笼罩下,基于合著指标的文献计量研究发现,中美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合

作已遭遇明显的负面冲击[6-7,18] 。 然而,这种宏观数据背后学者的切身体验、变化的具体细节却不甚

明了。 中国理工科学者如何在物理和政治空间的双重隔离下,继续扮演好“国家发展的贡献者”与

“全球科学的奉献者”的双重角色,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这一问题,特别关

注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与 COVID-19 叠加的影响下,中国理工科学者在国际科研合作中面临的全新

挑战,以及在这些背景下采取了哪些策略与行动。 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前的国际科研合作环境,同
时对推进我国的科研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视角
   

(一)文献综述
   

1. 地缘政治竞争与中美理工科国际科研合作
  

科学研究既是一项全球性合作活动,也是一类关乎国家竞争的民族主义努力[19] 。 近年来,由于

国际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国家利益视角下科研活动受到的审查愈发严苛。 有研究指出,中国和美国的

科技系统正在发生“解耦” (decoupling) [20] 。 以 Web
 

of
 

Science 为数据源的研究表明,自 2019 年开

始,美国与中国的科研合作明显减少,与欧盟的科研合作则呈现上升态势[6] 。 出版物数据还显示,
2021 年中国的国际科研合作总体上大幅下降。 尽管 COVID-19 的影响是全球性的,但这种下降趋势

主要发生在中美(而非其他合作关系)之间,这意味着在中美的科研合作中,地缘政治对研究活动的

影响可能甚于疫情[18] 。
  

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美国不断将反华情绪植入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在自然科学与工程学科中。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司法部推出的“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增加了科研行政程序的复杂

性,制约了中美研究合作的资金来源,并将部分研究人员排除在美国机构之外[21] 。 该计划对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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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质量和与美国研究者的合著数量均产生了负面影响[22] 。 一项对美国顶尖大学 STEM 领域师生进

行的全国性调查研究揭示了这一计划的“寒蝉效应”:2018—2021 年,在被调查者与中国的国际合作

研究中,有 16%提前或意外地结束或中断,主要原因是他们希望与中国的合作者保持距离;此外,28%
的被调查者在过去 3 年有意限制了与中国合作伙伴的交流,17% 的被调查者决定将中国排除在未来

的项目之外,16%的被调查者决定在未来的项目中不再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合作[23] 。
  

研究基于访谈发现,美国学者对与中国合作的顾虑不仅在于合作可能严重影响其科研事业,还在

于需要承担新的行政成本和风险,如频繁向大学行政部门咨询不断变化的合作政策规定。 受访的大

多数美国科学家认为,尽管“中国行动计划”已结束,但中美的紧张关系仍将持续,因此对中美合作持

保留态度[24] 。
  

综上所述,尽管中美两国在合作中推进了本国和全球科学的发展,但近年来由于中美地缘政治压

力和排华政策的干预,这种合作变得日益复杂和困难。 虽然有研究从美国视角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分

析,但目前关于中国学者的经验感知的研究相对较少。
   

2. 科学家国际科研合作的策略及其在风险下的转向
  

科学家的科研合作策略(collaboration
 

strategies)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 关于科研个体如何策略

性地选择国际合作对象并开展合作,已有大量研究进行了探讨。 这些研究指出了多种影响因素,包括

性别差异[25-26] 、地理临近性的影响[27-28] 等。 研究还发现,学者倾向于与前宿主地区的研究人员继续

保持合作关系的趋势[29-31] ,研究者的流动性被视为促进跨国科研合作关系的关键[31] 。 这些研究为我

们提供了观察学者国际科研合作策略的多维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既往研究主要依赖文献计量数据,倾向于通过观察合著结果中的作者信息来反推

科研者的合作策略,但这种方法不能直接揭示科研工作者(以下简称“科研者”)在合作过程中的主动

意识和行为。 相较而言,博兹曼(Bozeman)和科利(Corley)通过对科研者的主观报告进行分析,将合

作偏好划分为多种类型,如“导师型” “国家主义型”等,更直观地体现了科研者的能动性[25] 。 此外,
一项混合研究探讨了不同学科的合作行动模式和过程差异[32] ,揭示了影响合作的具体风险因素(如

资金、文化差异等)以及科研者在合作中的实际行为(如反思、沟通等) [33-37] 。
  

科学家的国际科研合作本身就可视为一种策略,这种策略可以为科研者带来研究资源、科学资本

等诸多好处[38] 。 而为了改善合作质量,科学家又会采取一系列具体策略———可被细分为搭建合作环

境的“准备型策略”和辅助内容实施的“工具型策略”。 前者主要涉及合作关系的建立,后者则包括确

保目标一致性、公平分配任务和成果、及时沟通、非正式交往、正式项目的交替等[25,39] 。
  

然而,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既往研究探索的国际合作策略的适切性与有效性有待进一步观察与

验证。 布鲁(Brew)等人基于对阿彻(Archer)思想的借鉴和对国际科研合作的具体研究,指出了环境

和结构对个体及群体行为具有制约性。 在国际科研合作中,结构性风险( structural
 

risk)越来越需要通

过能动行动(agentic
 

actions)来管理[40] 。 在新的结构性风险下,我国理工科学者需解决的问题与以往

不同———他们需要审时度势、对症下药地制定策略。 因此,不同于以往研究聚焦于改善合作质量的策

略
 

,当下的研究更需聚焦风险环境下如何重塑合作可能、恢复合作趋势的“补救型策略”。 同时,尽管

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科学家合作策略中的地理与空间因素变得愈发重要,但目前对于科学家在国际合

作当中如何考虑地理、空间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际合作并不全然由国家利益或政治议程所决定,还由学者的能动程度调节[41] 。 在国家竞争背

景下,学者不一定会降低合作的意愿,而是在合作对象上采取特定的选择策略[7,42] 。 因此,从能动性

视角看,尽管中美之间的国际关系趋于紧张,学者们仍可能基于共同问题、依托各自独特的研究环境,
继续开展国际合作[28,31,43] 。 这一视角启发我们分析政治结构性风险与学者主体间的互动过程,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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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际合作策略的研究视角和框架。
   

(二)分析视角:“结构风险”下的国际科研合作与科学家的“空间策略”
  

科学演进于“科学空间”( science
 

space)中,这一空间不仅涵盖了科学活动的物理场所和实体,还
包括由知识、思想、学者、学科领域等元素的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关系空间。 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特有的

空间位置,每次个体间的协作都发生在空间中[44] 。 如今的学者们正是在全球性科学空间中开展科研

合作。
  

但在地缘政治竞争和 COVID-19 等结构性风险影响下,学者们的行动显然受到了限制。 如图 1
所示,中美学者科研合作强度的减弱,反映出的是马金森(Marginson)笔下的科学全球主义对应的科

学全球系统(Global
 

Science
 

System)与科学民族主义对应的国家科学系统(National
 

Science
 

System)之

间的解耦[1,45] 。 在两大系统交叠空间内,原本多样化的目标在当前的解耦背景下逐渐趋于单一。 学

者们若想实现国际科研合作的目标,必须通过能动行动,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应对并管理这些风险[40] 。

图 1　 分析视角:“结构性风险”与“空间策略”下的国际科研合作

     

因此,在结构性风险下以科学全球主义与科学民族主义的失衡为背景,我们关心微观层面科学

家个体的学术运作逻辑。 首先,科学家们可能会因为科学的特性和学术职业的性质自然地融入跨越

政治、种族和文化边界的科学共同体中,通过国际科研合作推动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展和文明的进

步[43] 。 其次,大量的研究都探寻了“科学家为何愿意进行跨国合作”的问题,而最普遍且现实的答案

就是,他们可以从这种合作中获得最大的利益[46] 。 比如,先前的研究显示,美国学者在中美的合作关

系中普遍获得了更广泛的资源与声望[24] ,而中国学者在“中心—边缘”体系下建立合作关系也存在着

“优先依附”机制与“互惠性”的动机[47] 。
  

实际上,选择与谁合作是科学家自己高度个性化的选择。 因此,“拓展科学边界”与“寻求职业成

功”这两种动机,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趋于紧张的中美地缘政治竞争下,学者们将努力寻找其中仍

可以用于进行国际科研合作的“空间”,并通过不同类型的能动的“空间策略” ( spatial
 

strategy)促进我

国国家科学系统与全球科学系统的再度整合。 所谓“空间策略”,意在揭示学者面对变化的地缘政治

背景时,如何与处于不同科学地理空间的合作者进行协商,进而做出不同的谋求国际科研合作机会的

决策———为合作的持续找到可行的空间并加以利用。 对于“空间策略”的分析不仅强调学者个体制

定有意识的、理性的、具有长远眼光的决策的可能性,还强调关注策略来阐明学者科学行动的程度是

可变的[48] 。 本文基于“结构性风险”与“空间策略”这两个分析视角,识别我国理工科学者在新发结

构性风险背景下开展国际科研合作的具体挑战及他们运用的“空间策略”。
    

三、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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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方法
  

在分析国际科研合作动态时,文献计量学和社会网络分析两大量化的主流方法呈现“面”的偏

好,即更多地以国家、院校为分析单位,而微观层面科学家的个体动机和行动在科学全球化中的作用

被长期低估了[46] 。 实际上,国际科研合作的开展,无论在国家或高等教育机构战略层面如何规划,其
本质仍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活动” [49] 。 本研究旨在通过与理工科学者的深度访谈获取分析资料,以
质性研究方法考察科学家个体在科研网络中作为“点”的重要性。 质性研究方法关注“解释性的理

解”或“领会”研究对象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50] ,与本研究的立场相契合。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访谈对象,遵循信息饱和原则,对来自多所“双一流”大学的 17
名理工科学者(男 12 人、女 5 人)进行了访谈。 所有的受访学者都具有国外留学或访学经历(其中 12
人具有美国相关留 / 访学经历,其余受访学者也均与美国学者存在合作关系)。 目的性抽样使得受访

学者学科分布较为均衡,同时在二级学科和留 / 访学经历方面呈现多样性。 此外,为更全面地了解院

校层面国际科研合作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变迁,我们以方便抽样的方式联系了某“双一流”大学科研部

门的负责人(A01)。 该大学 2018 年之前的国际合著论文数量一度在国内名列前茅,其近年来的国际

合作也受到中美竞争的影响。 观照该访谈提供的院校信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受访学者的国际合

作叙事。 访谈过程主要采用线下面对面和线上视频电话两种形式进行,每次访谈时长控制在 1 小时

左右。 所有受访学者的基本背景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受访者基本背景信息

编号 性别 学科专业 / 工作部门 留 / 访学国家 留 / 访学类型 回国工作时间

S01 男 数学 美国 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 2018

S02 男 生命科学 美国 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 2015

S03 男 化学 美国,英国 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 2020

S04 男 空间物理 美国,德国 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 2015

S05 女 临床心理学 美国 博士、博士后 2021

S06 女 构造地质学 加拿大 博士、博士后 2016

S07 男 城市与区域管理 美国,新加坡 博士、博士后 2020

S08 男 公共卫生学 英国 博士、博士后 2017

E01 男 微纳电子学 德国 博士、博士后 2012

E02 男 软件工程 日本,法国 博士、博士后 2012

E03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美国 博士、博士后 2018

E04 女 材料工程 美国 博士后 2015

E05 男 环境工程 美国 访问学者 2010

E06 女 生物医学工程 美国 博士后 2013

E07 男 微电子科学 美国 联合培养博士 2015

E08 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澳大利亚 博士、博士后 2013

E09 女 环境科学 美国 博士、博士后 2015

A01 女 科研部门 / / /

(二)研究过程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资料收集方法,以在理工科学者近年开展国际科研合作中观察到的

变化及其决策为主线,围绕 3 个研究维度展开:一是受访者的跨国科研合作生命史;二是受访者关于

结构性风险带来的国际科研合作变动的认知;三是受访者在应对这些变化和挑战时所采取的策略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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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及未来计划。 访谈中还有意识地探讨学者对科学全球化的情感态度等认知问题。 在征得受访者同

意后,访谈被录音并转录为用作深入分析的文本资料。 本文借鉴扎根理论的编码程序(开放编码、主
轴编码、选择性编码) [51] ,采用主题分析方法(主题分析是一种识别、分析和报告数据的特征 / 主题的

方法,不同于一套全面的、暗含理论承诺的扎根理论分析系统[52] )进行研究。

表 2　 编码过程和结果

选择性编码 主轴编码 开放编码(部分结果)

科学 系 统

解耦 下 的

国际 科 研

合作变化

合作意愿降低

E04
 

美国有些机构的科学家跟我原来关系非常好,现在签署正式的合作协议他们

会非常担心

E06
 

他们想再观望(是否访学)……也不敢一块挂名

合作质量下降

E09
 

线上会议的局限是只能讨论已有的研究……就事论事……比较难拓展新的

合作方向

E07
 

写邮件过来,我现在忙就放一会,过一会我就可能忘掉了,或者是热情度降低

合作网络凝滞
E05

 

如果不是疫情我们早就去了,其实我们经常会互访的

S07
 

出不去,没有太多建立新关系的机会

理工 科 学

者多 种 合

作空 间 策

略的运用

延续合作空间

S04 合作有的时候也看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个其实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师徒

关系

M01 要是一起有项目,有钱有学生,那就跑不掉了
  

开辟合作空间
S02 几年都没碰到了,以前欧洲认识的,后面因为之前的研究关系断了,就跟他联

系了
  

勾连合作空间
A01 我们更倾向于把双边合作扩展到多边合作,就变成我们拉着德国、法国等欧

洲国家,去和美国建立一个多边机制来合作

四、研究发现
  

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看,中美关系对中国学者的跨国科研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某“双一流”高

校的科研部门受访者(A01)指出,自 2018 年起,该校的国际合著论文比例逐年下降,这一下滑趋势在

美国定义的“敏感”学科领域尤其明显。 受访学者的访谈结果显示,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和 COIVD-19
的影响体现在 3 个环环相扣的维度,即合作意愿降低、合作质量下降和合作网络凝滞(如图 2)。

图 2　 科学系统解耦下的国际科研合作变化与学者的个体行动

另一方面,人是具有自反性的生物,科学家个人或集体的“反思性意识”对国际合作中的风险管

理作用尤为重要[40] 。 对行动者的个体行动的分析显示,受访的理工科学者展现出显著的主体能动

性。 他们通过“将不同的合作空间进行勾连”“延续既往的合作空间”以及“开辟新的合作空间”3 种

空间策略,建立、维系和发展国际合作。 图 2 描述了科学系统解耦背景下国际科研合作的变化与学者

的空间策略之间的互动过程。 研究识别的 3 类空间策略对合作意愿、合作质量与合作网络 3 类解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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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均有一定作用的同时,我们发现,每种策略又可以被认为回应了一种风险。 下文将对两方面的研

究发现进行更详细的阐释。
   

(一)结构性风险下科学系统解耦的国际科研合作表现与生成机制
   

1. 合作意愿降低:政治审查产生安全顾虑
  

访谈结果显示,科研水平较高的美国曾是大多数受访学者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来源国,但近年来受

中美合作地缘政治影响格外显著。 在政治审查加强后,外国学者出于对安全问题的顾虑,合作意愿减

退,我国学者不得不承受政治审查力度加大后美国学者合作意愿降低的后果。
  

政治力量的审查集中于资金和署名两方面,在形式上提高了合作达成的成本。 首先,在合作的行

政审批过程中,某些国家对中国资金的持有者设置严格的准入规定。 受访者提到过去十年美国相继

实行“沃尔夫条款”“中国行动计划”等政府条文,对与中国合作的资金审查领域趋广、要求趋严。 在

严格审查背景下,外方学者可能会顾虑接触中国科研资金所引发的负面后果(如影响本国资金申请、
未来晋升等),于是放弃或拒绝合作。 其次,在合作的结果端,许多外方学者力求避免所有形式的署

名合作,如论文的联合发表和项目的共同参与———“合著”已然从曾经的成就指标变成了可能的指控

证据。 除此之外,院校迫于政治压力增加了合作达成的审查环节,比如增设合作问询、说明环节与材

料提交等,导致外方学者“知难而退”。 许多受访学者都提及这种政治审查带来的压力:
  

“(美国合作者)愿意凭着私人的关系支持一下,但既不接受我们的资金支持,也不愿意在成果上

署名。 他们怕对未来的 funding 申请甚至会对他们个人的安危产生影响……我们学院去年组织一个

海外专家引进项目,当时邀请了 2~ 3 位和我们老师紧密合作的美国专家。 他们初期口头表示愿意,但
后续去找学院批准的时候,学院警告他们,如果他们参与,可能会对以后申请美国的 funding 有影

响。”(E04)
  

对资金和署名持谨慎态度是学者对安全问题的关注,他们为了保护人身、名誉和科研资源的安全

而行事谨慎。 除了通过“点状”的管理和阻挠“劝退”学者进行科研合作之外,政治力量通过起诉、逮
捕一些学者等造成一种“面状”的紧张氛围。 考虑到政府的盯视(gaze),美国学者自觉采取严格的自

我审查措施以自保。 而在学科领域受美国制裁影响最严重的中国学者,在这种“恐怖”之下也开始主

动规避,拒绝前往美国进行访学或参会。
  

“谁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上美国的名单? 那不可能拿着自己去试啊……不知道美国有的时候是

什么逻辑……”(E07)
  

这种合作空间的受限,不仅发生在中美之间,由于全球竞争的加剧和美国的霸权政治,中国学者

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和以国际组织为平台的合作,都被笼罩在美国制定的“规则”和产生的“示范效应”
之下。

  

“欧洲那边的一些合作也会参照美国的‘黑名单’,在‘禁运’名单里面的所有敏感学科和领域都

合作不了。”(E03)
  

显然,尽管全球科学系统有着自主和自我监管的特性[46] ,但某一学者及学科均以建制性的组织

形态为依附[53] 。 政府通过提供资金等形式介入科学的制度化,学者全球性的科学合作不可避免地受

到自上而下的牵制和威胁。 政治关系紧张导致的合作意愿降低,拉远了中国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之

间的距离,降低了合作的可能,甚至影响学术观点在全球同行中的亲和力和认可度。
  

“没有互访导致国外对中国有很多误解,其他相互交流的(国家)可以有机会吹耳边风,你却没机

会解释和证明。 这个事情实际上在学术界是有的,只是不涉及政治上的斗争,但涉及很多学术观点的

碰撞。”(S04)
   

2. 合作质量下降:线上交流阻碍深入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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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是科学合作的基础,面对面的交流讨论是知识传播必不可少的渠道[54] 。 然而,地缘政治竞

争和 COVID-19 相交叠,使得中外学者线下接触时长缩短,活动空间切换至线上。 线上交流虽然形式

开放,但内容封闭,学者间的沟通动力不足、内容质量不高,不利于合作的开展。
  

吉登斯(Giddens)曾将时空场景引入对社会行动的讨论中,提出“在场”(presence)的概念[55] 。 而

如今,信息技术的革新使在场行动和缺场行动的界限变得模糊[56] 。 互相到访、共同推进项目、参与学

术会议是学者重要的社会行动。 早在 COVID-19 暴发之前,中美关系的紧张已经导致这些行动无法

照常开展:合作机会方面,达成的条件、设施被破坏,如境外资助减少、中国学者递签被拒;合作实践方

面,学者间见面频率下降、时间缩短、活动范围缩小。 因此,学者间交流、合作减少。 COVID-19 进一

步强化了这种“不在场”的合作研究模式,导致理工科学者难以从线下到访这一合作形式中获益,比
如结识整个团队,借助实物讨论,了解成果背后的操作细节等(E09、E04、E01)。

  

“之前他们过来比如说待上十天半个月、一个月什么的都可以,这样的话,可以在实验室进行具

体的探讨和指导等。 现在一般就开个会什么的,马上就走了。”(S02)
  

按照吉登斯关于“脱域”的论述,技术主义论调普遍认为科学技术(如线上视频会议)理应对跨国

科研合作有着革新作用。 但访谈内容表明,信息技术对受冲击的科研合作补救作用有限。 学者表示

线上邮件联络中,信息交换效率低下、合作热情消退(E07)。 同时,线上交流内容封闭、就事论事,因
而难以拓展新的合作方向,合作质量下降(E09)。 另一方面,各类学术会议也被迫转移到线上,学者

参加线上会议与线下会议时体验明显不同。 具体而言,线下学术会议提供了更透明、更安全的学术社

交情境和交流语境,促使学者更专注、更密集、更无保留地分享研究结果与观点,这一点对于最新成果

呈现在会议上而非发表物的部分学科尤其重要(E06、E03)。 线上会议数量虽增长蓬勃、容易参与,但
交往浮于表面、交流深度不足,学者容易产生一种“交流倦怠”,学术会议本该实现的双向交流和学习

容易落入单向、保守的汇报。
  

“线上的活动,交流其实挺麻烦的。 首先别人做报告,我无法当面问很多东西;其次线上会议谁

都能来听,但有一些东西它只适合小范围地讲……线下的很多时候为了促进大家交流,不允许大家拍

照、录音,(而)网上还录视频。”(E03)
  

“工程学科发表出来的研究都是一两年前做的东西了。 这个科学家现在在做什么,只可能在会

议上交流了解。 以前线下我会看情况讲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线上我还是不太敢分享。 我感觉线上

会议就是一群明明有 80 分的人在彼此讨论一些 60 分的东西,会议多了信息少了,开会变得很累。”
(E06)

  

不仅如此,线上合作也无法提供如用餐、散步等非正式面对面交流机会,这阻碍了观点的碰撞和

知识的发展,抑制了思维的发散(S04、E01)。 关于科学合作的研究提出,“与他人在近距离接触的情

况下工作,才能从他人的技能和隐性知识中受益” [57] ,而在结构性风险的影响下,这种当面协作和相

互学习难以实现。 总之,线下交流对于合作具有难以替代的独特价值。 有研究发现,线上的科研合作

不利于想法的迸发,不像面对面能够驱动“创新” [58] 。 本研究的访谈结果佐证了这一观点。
   

3. 合作网络凝滞:不充分交往使得关系疏离
  

大量的国际科研合作得益于学术社交网络的支持,而这些学术社交网络的发展则有赖于学者之

间的国际流动[31] 。 历史上,中国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流动,走出国家科学系统,建立了广泛的国际

学术网络,并累积了大量的科学社会资本[54] 。 学术流动能够带来氛围轻松安全、信息暴露充分、话题

变换丰富的环境,学者们能够在相互信任和深度互动中实现“充分交往”。 然而,学术流动这一关键

的契机因结构性风险而消失,相互访问、参加学术会议等线下活动暂停,学者们难以享用“充分交往”
的好处———建立和密切高质量的人际关系。 因此,旧有的合作关系因缺乏维护和升级而渐趋凝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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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难以延展新的合作关系。
  

寻找和确定国际合作伙伴的过程,呈现高度个性化和自主性的特征,而流动中的“充分交往”是

这些特征的具体表现,也是这些特征的生成途径。 充分交往对环境的适宜性和信息的翔实度有着严

格的要求,以此实现学者间的理解和信任的增益[59] 。 自主的日程和丰富的场景有助于创造轻松、安
全的交流环境,使得学术对话更为自然(E05),有利于信息充分展开。 一方面,信息载体应该多样,如
词汇韵律、情绪表情、肢体动作[60-61] ,帮助展现真诚态度,弥合文化差异;但在线上会议中,信息载体

失灵,比如摄像头和屏幕的相互位置导致眼神分岔(S07)。 另一方面,丰富的话题也受到限制,如因

COVID-19 导致的流动中断使得移步换景带来的广泛攀谈变得不可能,国际政治地缘关系也使得交

流内容趋于浅化。 曾经合作多年、关系深厚的 E07 和他的外导也因此有意识地压制了话题的丰富度

(“交流肯定会很谨慎……实质性交流比较少了,科研上的东西会比较少”)。 实际上,上述合作意愿

的降低,交流和合作质量的下降,都在人际层面映射为缺乏充分的交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

社会网络僵化。 这不仅是过去国际科研合作变化的表现,也可能为未来国际科研合作机会的丧失埋

下隐患。
  

“有一些试探性的问题是很敏感的,你不可能直接写邮件问,它不像线下自由的见面,很容易聊

很多日常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聊到你关心的问题……而且你很好判断一些东西,不会把会碰壁的话讲

出来,你会给人一种真诚的感觉……你可以不说话,也可以说‘我们要不去那边走一走,带你去看看

什么东西’……国际合作更多是一种松散的交往,是自发性质的,首先要欣赏一个人,你们才有可能

合作得比较好,而你赢得他 / 她的这种信任跟欣赏需要通过线下的这种充分的互动。”(E09)
  

总而言之,高质量的学术人际关系的形成和深化,以及私人情感的增进,均离不开充分的交往。
这种交往具有合作者彼此之间更开放、合作者彼此之外更私密的特征。 然而,地缘政治竞争和 COV-
ID-19 的影响导致了交往的不足,损害了学者学术网络的发展,动摇了合作的基础。

   

(二)理工科学者国际合作的个体行动:空间策略
   

1. 空间勾连:多边化策略的应用
  

以往的“合著”指标表明,科学和工程领域中的中美科研合作主要是双边形式[54] 。 面对美国严格

的学术政治审查和国际合作伙伴的安全忧虑,许多受访的理工科学者改变了这种双边合作模式,将原

来的双边合作与新的多边合作者相“勾连”,以降低潜在的政治审查风险,从而缓解美方学者因安全

顾虑而引发的科研合作意愿降低。 所谓“勾连”,体现为我国学者将风险程度不等的多个科学空间予

以勾通、联系以分散合作风险的行动。 既往的量化研究表明,中国试图通过增加与世界其他地区(特

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和转向更具应用性的研究课题,来弥补与美国联合开展基础研究

能力的下降[26] 。 本研究的访谈结果发现,欧盟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还更多地充当了受访学者

施展空间勾连策略的对象。
  

第一种空间勾连策略是积极寻找和构建合作中介,以实现跨国合作目标。 例如,利用第三方的物

理空间开展研讨会,或者在个人层面进行传导式合作,即学者 A 通过与学者 B 的合作,间接地与学者

C 进行跨国合作。 这种与第三方勾连的间接合作方式实际上借助了第三者不被侵扰的“干净空间”
开展合作,在规避一些学术政治审查限制的同时,还能够利用学者 B 的知识和资源来推动合作项目

的开展。 第二种空间勾连策略是将科研合作的双边机制拓展为多边机制。 例如,建立国际研究团队、
联合实验室或国际研究机构等的组织性合作体。 这种与多方进行勾连的合作策略实际上模糊、减弱

了以往双方合作空间的高风险特性,因为研究过程的开展与研究成果的归属分散在多个参与国之间,
减轻了单个学者或国家可能面临的政治审查压力。 同时,组织性合作体亦有助于学者们更便利地共

享资源、知识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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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有些老师可能会去到第三方国家见面谈合作,甚至就通过第三方国家的一些研究机构来

开展合作。 尤其在我们与美方这种比较紧张的局势下,我们更倾向于把双边合作扩展到多边合作。
就变成我们拉着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去和美国建立一个多边机制来合作。 相对来说,这样合作顺

利开展的可能性就更大。”(A01)
  

“我们其实是通过 G 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起全球联系。 因为欧美经济已经很糟糕了,
许多顶级科学家迫于研究经费的压力都很愿意来 G 国发展。 而且这样做也就不存在任何审查风险

了。 欧洲也有很多第三方的家族基金可以用来申请做研究。 如果中国这边能够多一些这一类的基

金,对于我们来说邀请人开展合作会方便一点。”(E08)
  

此外,部分受访者为了应对研究资金受到的严格审查,转而从国际组织、企业等非政府渠道寻求

研究资金,从而规避合作风险,这同样有助于减轻外部伙伴参与合作的压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小

外方学者合作意愿降低的风险。
   

2. 空间延续:对以往合作关系的选择性维系
  

访谈结果显示,在中美地缘政治竞争压力下,理工科学者们会有选择性地区分以往的国际合作空

间,对学术社会网络进行分块处理,即舍弃一部分合作关系,同时维系和延续一部分合作关系。 通常,
这些得以维系的合作关系都属于国际科研合作的强关系。 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根据时间量、情
感紧密性、熟悉程度和互惠交换等 4 个标准把关系区分为强关系 ( strong

 

ties) 和弱关系 ( weak
 

ties) [62-63] 。 据此,国际科研合作中的强关系是指一位学者在国外留学、访学期间,通过长时间面对面

交流、共事与合作而积累的了解深入、带有个人情感联结的合作关系,主要包括学术血缘关系(国外

的导师、同门)和学术地缘关系(同一研究机构的其他研究人员)。 在地缘政治竞争和 COVID-19 交

叠的风险性环境下,受访的理工科学者普遍强调,过去国际合作的强关系在抵御合作风险、推动合作

进程以及确保合作成果质量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众多研究显示,归国科学家倾向于在回国后继续与留学所在单位的“师门”及其他研究人员合著

论文[30,64] 。 聚焦“中国行动计划”影响的量化研究也发现,中国研究者一直设法与美国长期合作的学

者继续保持联系,从结果端来看,其与美国长期合著者的合作并未减少[26] 。 类似地,在本研究受访的

17 位理工科学者中,有 14 位学者在 COVID-19 期间仍与自己的国外导师、同门或留 / 访学机构人员

产出了合著论文。 本研究发现,尽管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国际科研合作难度加剧、风险上升,但科学家

们并没有选择完全放弃所有“敏感”的国际合作,而是在学术社交网络中限定和筛选他们的合作者,
倾向于与具有信任关系的特定个体合作,用以弥补线上交流可能存在的信息暴露不充分、沟通质量不

理想等问题。
  

“这两年我外导和中国的国际合作确实少了,但我和他的合作没受太大影响。 我先到哈佛做了

两年联培,毕业后又跟着他做了一年博后,在那总共待了三年多,彼此已经不是纯粹的工作关系,还有

私人情感。 加上彼此一直有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就算现在环境没以前那么好了,该合作还是会合

作的,不会随便就断了。”(S01)
  

“疫情防控期间,我几篇高质量的论文都是跟以前美国师弟合作的。 虽然我们没办法线下面对

面沟通,但是之前的合作默契让我们还是能理解对方想做什么……就算受到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影

响,研究暂时搁置了,我们也能充分理解对方,不至于把很好的研究就半途放弃了,而不熟悉的合作者

很难做到这一点。”(E06)
  

尽管疫情和国际关系变化带来不利影响,但受访的理工科学者在国外学习和生活期间积累的强

关系使他们处于一个有利位置,得以在本国和国际科学界之间进行斡旋。 国际科研合作中嵌入性的

强关系为建立合作信任和互惠期望提供了保障。 一方面,它使美国的合作者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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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与中国学者开展研究合作;另一方面,这种嵌入性的强关系也使彼此在合作受到风险冲击的情况下

仍能被有效地用于双方共同的研究利益[38,65] ,从而保障合作成果的质量。
   

3. 空间开拓:替代性合作关系的积极发展
  

尽管部分国际合作空间通过强关系得以延续,但中美地缘政治竞争摧毁的合作空间也难以被忽

视。 因此,受访的理工科学者在维持中美合作空间的同时,亦寻求开拓新的国际合作领域,以补偿原

有合作关系的流失。 具体而言,理工科学者们普遍利用国际科研合作弱关系(weak
 

ties)的跨域特性,
寻找不受中美关系影响的国际合作空间,以应对学术社会网络凝滞带来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美国出

台“中国行动计划”之后,中国学者与美国新的合著者数量的下降,被美国以外其他国家新的合著者

数量的增加所补偿。 欧洲承接了部分之前与美国合作的中国研究人员,特别是那些从事基础研究工

作的研究者[26] 。 本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发现。
  

所谓国际科研合作弱关系,是指学者通过学术会议、学术兼职、他人推介等途径,与联系不频繁甚

至陌生的对象所建立起的国际合作关系。 虽然弱关系的特点决定了其缺乏强关系的密切联系和互信

基础,但正是这种“薄弱”和“松散”的外部性质,赋予弱关系在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方面独特的韧

性[66] 。 具体而言,弱关系在获取非冗余信息方面为科学家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机会,帮助他们在不利

环境下跳出原有的舒适区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和资源,从而分散了合作风险。 当某一合作关系受阻时,
学者可以通过发展弱关系转向新的合作伙伴,维系自己研究议程的连续性。 E07 在访谈中描述了自

己与美国学者合作中断后的心路变化历程:
  

“我们做研究有时也有一些舒适圈,跟美国合作惯了,我们就不会去思考跟其他人合作这个事

了。 但实际上解决一个科学问题从来不是说非得跟某个人合作不可,一般都有替代方案,只不过是时

间、成本多少的问题……刚和美国那边断联的时候肯定有担忧,但慢慢发现影响也没有想象中的大。
首先当然是我们的自主科研实力也变强了,其次没有美国,我们也可以跟其他国家合作。 比如我之前

通过国外开会交流认识了很多有合作意愿的欧洲学者,这两年我们也陆续接洽,开始了真正的合作。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研究总体没受到太大冲击。”(E07)

  

此外,弱关系带来的国际科研合作也增加了合作创新和知识转移的可能。 已有的研究佐证了弱

关系能有效提高学者的创新能力和科研生产力[67–69] 。 由于弱关系往往涵盖了学者所处领域之外的

其他研究领域,这有助于学者在不同领域、学科之间建立联系,从而在风险环境下突破自身研究的领

域界限和路径依赖,实现更广泛的知识整合。
  

“我最近在做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起因是一直与我合作的美国学者因为种种原因说他做不了了。
我也投入了心血不想半途而废,就试着给一位不认识的德国学者写了邮件,结果他又向我推荐了其他

领域一个更合适我的研究的学者。 我们一拍即合,想出了一个新的 idea。 这个领域目前可以说没什

么人在做。”(S04)
  

综合分析以上 3 类空间策略,本文的访谈结果充分显示了在国际科研合作中,所谓的“国际关

系”“合作风险”既可自上而下地政治性强加,也可由科学家自下而上地管理和应对[31,41] 。 这为我国

学者在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仍保持国际科研合作留出了一定的操作空间。
   

五、结论与反思
   

(一)研究结论
  

基于对我国 17 名理工科学者和一名大学科研部负责人的访谈,本研究发现地缘政治竞争与

COVID-19 作为两类新发的结构性风险,其主要影响在于加剧外国学者的安全顾虑而降低合作意愿,
削弱了学者间的交流,降低了合作质量,并导致与前两者相关联的学术社交网络凝滞,这些发现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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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理解近年中美科研合作数量下滑背后的学者个体经验提供了新的视角。 另一方面,我国学者并非

完全被动地承受美方政治力量和全球卫生危机对自身科研议程的干扰,而是通过勾连、延续、拓展等

多种合作空间策略在风险环境下保障自身国际科研合作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稳定性。
  

出于高效性或代表性的考量,科学全球化的问题长期以来被置于机构乃至国家层面加以探讨,通
过计量手段进行测量。 然而,复杂、精巧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难以捕捉和呈现学者个人的学术行为和态

度。 为弥补这一空缺,本研究通过访谈方法关注科学家个体的经验感知和行动。 学者“空间策略”的

选择是学者个体在风险环境下补救、恢复全球科学合作方面的主动作为,体现了学者在国家科学系统

与全球科学系统整合中的作用。 尽管大国间的政治博弈导致官方间的国际合作遭受破坏,但科学家

个体面对宏大背景或政治博弈仍具有足够的能动性,也表明存在通过学者的能动策略得以开展的非

官方间、低政治风险合作的较大空间。 这些发现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现有的国际科研合作策略

研究框架,也有利于优化我国学者的科研合作环境,提高国际科研合作的水平。
   

(二)政策建议
  

基于对合作意愿、合作质量及合作网络 3 方面科学系统解耦的表现的探讨,为促进理工科学者在

当前环境中更有效地发挥国际合作潜能,并使高等教育组织为学者提供更强有力的国际合作支持,本
研究从学者个体层面和院校层面提出以下建议(如图 3 所示):

图 3　 国际科研合作变化维度、个体的空间策略及启示建议

  

在学者个体发挥能动性的层面,通过有意识地维护旧的社交网络、借助第三方国家平台开展合

作以规避政治审查风险是学者目前在中美合作关系中的“曲线”合作思路。 此外,为了提高合作质

量,在线上会议中应该尽量避免形式交流,并加强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 尤其在 COVID-19 结束后,
考虑到线下交流在保障国际合作质量上的不可替代性,学者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学术活动,并推进

线下互访。 短期的国际流动,如讲席教授团的学术访问、国外校友的访问交流,对于国际科研合作均

有积极的推动作用[70] 。
  

在组织机构为个体提供支持的层面,高等教育机构应重视将机构“自上而下”的组织建制与学者

“自下而上”的合作模式有效对接[71] 。 首先,院校应根据学者需求,为学者提供更多参与低政治审查

风险项目的机会和平台。 例如,与部分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积极建立良好关系,或开展

包括美国在内的多边项目合作。 在行政流程上,高校应协助学者参与国际合作。 例如,为了减少美国

学者的合作顾虑,降低合作的精力成本,院系可以提前准备,主动提供美国学者所需的利益声明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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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文件,协助对方通过相关学术审查。 其次,考虑到线上国际科研合作中存在交流质量低的问题,机
构和组织在承办线上国际学术活动时,应确保技术支持的稳定性,设置合适的参与条件,注重线上交

流的保密性,并适当设置小型的分会场或交流小组,以提高交流效率和合作质量。 最后,鉴于线下交

往对于国际合作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高校应重启并加强学者间的互访机制,为学者的国际流动

提供经费和政策支持[72] 。
   

(三)不足与展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尽管我们探索了受访理工科学者普遍采取的 3 类

空间策略,但每位学者在科学空间内具体合作行动的独特性仍值得强调,因此空间策略的迁移在实际

操作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境进行调整。 同时,本研究也并未形成一个在风险社会中对于所有理工科学

者普遍适用的国际合作策略理论,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多地予以关注。
  

目前,我国的国际科研前景虽尚不明朗,科学的全球性本质却始终如一。 科学家们在全球范围内

的科研合作活动,如同探索者拓宽知识的疆域,对于科学的好奇心和雄心是全球科学系统这所“无形

学院”( invisible
 

colleges)的主导力量[73] 。 本研究的所有受访学者都对默顿“科学的精神特质”抱有信

赖,他们坚信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对于知识发展的独特价值,这是受访理工科学者发挥合作能动性和

策略性的动力源泉。 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观察和研究 3 类空间策略在变化的国际形势中的

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总之,全球科学的未来是由每一位科学家所构建的全球科学共同体决定的,未来

的国际科研合作研究仍需要更多地关注微观层面,探索具体的科学家个体对全球科学发展的影响力

和塑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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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Individual
 

Actions
 

of
 

Chines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holar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Overlapping
 

Risks
ZHOU

 

Mingrui,
 

LYU
 

Jiayi,
 

SHEN
 

Wenqin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mong
 

Chines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E)
 

scholars
 

provides
 

a
 

crucial
 

lens
 

into
 

China’ s
 

significant
 

strid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Setting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n
 

intensified
 

decoupling
 

between
 

global
 

and
 

national
 

scientific
 

systems
 

amidst
 

Sino-US
 

geopolitical
 

tension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mong
 

Chinese
 

S&E
 

scholars,
 

draw-
ing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7
 

researchers
 

and
 

a
 

university
 

research
 

department
 

head.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at
 

the
 

overlapping
 

structural
 

risks
 

of
 

Sino-US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he
 

COVID-19
 

pan-
demic

 

have
 

led
 

to
 

three
 

primary
 

manifestat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
 

diminished
 

inclina-
tion

 

to
 

collaborate
 

among
 

foreign
 

scholars
 

due
 

to
 

concerns
 

over
 

political
 

scrutiny;
 

a
 

decline
 

in
 

collaboration
 

quality
 

owing
 

to
 

the
 

inefficiencies
 

and
 

limitations
 

of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a
 

stagnation
 

in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due
 

to
 

halted
 

academic
 

mobility.
 

However,
 

Chinese
 

S&E
 

scholars
 

are
 

not
 

merely
 

passive
 

recipients
 

of
 

these
 

structural
 

risks.
 

Specifically,
 

they
 

employ
 

strategies
 

such
 

as
 

“ spatial
 

linkage”
 

to
 

ac-
tively

 

seek
 

and
 

establish
 

intermediary
 

collaborations
 

and
 

expand
 

bilateral
 

mechanisms
 

to
 

multilateral
 

ones;
 

“ spatial
 

continuation”
 

to
 

selectively
 

maintain
 

past
 

collaborations
 

based
 

on
 

strong
 

ties;
 

and
 

“ spatial
 

expan-
sion”

 

to
 

develop
 

alternative
 

collaborations
 

focusing
 

on
 

weak
 

ties.
 

These
 

strategies
 

underscore
 

the
 

potential
 

for
 

a
 

bottom-up
 

approach
 

to
 

address
 

collaboration
 

challenges
 

and
 

promote
 

the
 

reintegration
 

of
 

national
 

and
 

global
 

scientific
 

systems.
 

Consequentl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upport
 

re-
searchers

 

by
 

tailoring
 

to
 

their
 

collaboration
 

needs,
 

facilitating
 

low-political-risk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ies,
 

assisting
 

in
 

completing
 

various
 

administrative
 

processes,
 

providing
 

secure
 

and
 

efficient
 

onlin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s,
 

and
 

revitalizing
 

scholar
 

exchange
 

mechanisms
 

to
 

bolster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networks
 

and
 

ensure
 

quality.
 

As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leads
 

to
 

a
 

decoupling
 

of
 

the
 

“national-global”
 

research
 

sys-
tems,

 

the
 

structural
 

risks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re
 

gradually
 

shifting
 

to
 

agency
 

risks,
 

empha-
sizing

 

the
 

need
 

to
 

recognize
 

the
 

influential
 

proactive
 

actions
 

of
 

individual
 

scientists
 

in
 

global
 

scientific
 

endeav-
or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Sino-US
 

Geopolitical
 

rivalr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holars;
 

spatial
 

strategy;academic
 

mobility

·47·

重庆高教研究　 2024 年第 2 期 在线投稿:http: / / yxxy. cbpt. cnki. net /


